难忘的回忆

      我是天津纺织工学院（现天津工业大学）的一名离休干部。1953年，我在天津国棉二厂任分厂主任和技术科长时，在党组织的关怀培养下，送我留苏深造。1959年从苏联回来以后到天津纺织工学院工作。回首往事，思绪万千。我和一些同学，正是在党组织一步步地的亲切关怀和指引下，从一个幼稚的青年学生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当时的一些生活片断，现在回想起来还令我激情澎湃。
     1943——1946年，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。后来去了张家口，高三以后考上了河北工学院。我从张家口回来就与北平、天津（北洋大学的魏兆民）地下学生组织接上了头。当时我们的革命热情很高，工作积极。我们的工作是：向工人、市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、传阅进步书籍和文献，当时我记得传阅的书籍有：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持久战》……当时参加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，但那时我们一身热血，痛恨国民党、向往解放区，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     天津解放前夕，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同学的镇压和迫害越加疯狂，学校里无形中形成了两种政治力量的角逐，多数人是站在进步同学一边。1948年8月19日，我正在棉二实习，地下党组织派河北工学院的同学王维同给我送信，我被列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，叫我赶紧撤退。我在情急之下找到了志达中学的陈校长，他是我的同乡，陈校长给我找了一处住处并保护了我。
     8月20日深夜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特务，对天津各大专院校同时采取了行动，按“黑名单”逮捕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。仅当时的河北工学院被列入“黑名单”的同学就有25人。当夜抓走了16人，其他同学包括我在内因实习外宿在工厂而幸免于难。“8.20事件”以后，地下党组织一方面组织力量营救被捕入狱的同学，另一方面分头通知“漏捕”同学撤退，并为我们接通地下党关系。邓秉坚同学当时为我们买了化妆用的衣服，我们经过封锁线到达了河北泊镇。在华北城工部（当时刘仁同志任城工部书记），我们对上了暗号“是武源先生介绍来的”，后来由华北城工部安排我们到了河北省平山县。1948年8月，华北政府企业部分配我到石家庄大兴纺织厂工作，那时石家庄已经解放了。1949年初，我被派到天津棉纺二厂在军事代表室做接管工作。
     现在，我已年逾八十，我把年轻时的这段经历写出来的目的是：希望青年人能知道新中国的来之不易，希望青年人能接好革命的班，希望青年人能够珍惜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，抓紧时间、奋力拼搏、勇于创造，为把我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而英勇奋斗。
